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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中，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

的生物圈，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提供了自然环境，也就是生态环

境。这一庞大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以地球为载体的由大气圈、岩

石 土壤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其中各因素自身及其相互之

间的异动，不能超越人类的承受能力，否则，自然与人之间正常的

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就会失衡，并引发一系列的危及社会

和人类基本生存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人类在谋求生存中又与

其周围的各种圈层组成的环境条件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的子系

统，即人类生态系统。在包含天、地、人、生的整个系统中，人地关

系集中体现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两大方面，这里我们仅以人类的

生产为主基调加以讨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群落和一定生

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与周围的特定环境发生和保持

联系，并同时影响周围的特定环境。又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

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类资源，并决定着各种生产活动的内

容，同时自然界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

度，资源的空间组合和分配也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所

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各种生产活动中的部分行为在很大程度

上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而且以负面的影响为主，集

中表现在导致自然资源数量减少和自然环境质量下降等方面。换

句话说，从人地关系的理论来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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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进行，并与地理环境发生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人类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改

变。这种改变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生态系统会通过自身的自

我调节机能而保持正常的运行，达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但是，

一旦这种改变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破坏

生态系统，并完全失去自组织恢复能力，最终危及人类本身的生存

和发展。所以，自从有了人类的生产开发活动，生态环境问题随之

出现，而且生态破坏问题也与之相伴生而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清晰罢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缺乏充分的认识，人

地关系问题大多附着在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之中，未能形成独立

的思想体系。或许这也是由地理科学发展孕育过程所决定。近代

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集中体现

在对人地关系的讨论上，但最初也蕴藏在哲学思想中。孟德斯鸠

在《论法的精神》中，就突出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其后，黑格

尔也肯定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作为历史学家来

阐述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关系的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克尔，

其《英国文明史》中的观点，与孟德斯鸠相似。当然，洪堡和李特

尔是公认的近代人地关系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还有李希霍芬和拉

采尔更完善了人地关系理论。同时代的法国人地派地理学家白兰

士的人地关系互为因果理论又较客观地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实质，

至今，仍被各国学者所重视。

在中国，近代以前占主流的是“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即人地

协调观。尤其是春秋战国至司马迁时形成的“究天人之际”，与后

来的人地关系有相似之处。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把天、地、人看作有

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三者之间互为依存。近代以来，中国

人地关系思想受西方的影响很大，竺可桢在他的文章中，就提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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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与人地关系问题，强调人地关系的协调。不过理论和实际

还是有距离的，在现实运作中，人们又常常背离人地协调关系理

论。

关于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英国著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在

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梅棹忠夫从自然与人这一生态系统

为立足点，对人类历史进行过新的审视。汤因比在展示人类与其

生存环境（大地母亲）这一“生物圈”相互关系的同时，考察了人与

自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预测了未来，对人类物质力量增

长后过度的索取行为加以告诫，认为人类的行为力量“已足以使

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

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

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

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

类的栖身场所”。所以人类要“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惟一的生物圈

。在梅棹忠夫看来“，所谓历史，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 从生

态学的观点看，就是人与土地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

之，即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运动的结果。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的

各种主要因素中，最主要的是自然的因素。” 这是从生态史学的

角度而言的。不过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说，在做到认识自然伟大

的同时，又不能过分地忽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可以利用

自己的智慧，来不断地调解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对

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其异动一定是在人类活动能力的承受范围之

内。对人类自身而言，各种活动又不能超越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

［英 年，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阿诺德

页第 。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 页。年，第观》，北京，三联书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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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并自然垂青于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所作出贡献的物种。惟有

如此，才能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进程。

值得正视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而且必

须要改造自然环境，一定要开创包含有人类历史文明的人文景观，

也就必然引起环境的变迁。但在人类技术力量尚未达到一定水平

的时期，人们对人类改造活动力度的负面效应是不会有充分认识

的，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兼顾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这两个

方面，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人类经常是把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

改变一度当作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由于人类过度的攫取，也招致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付出过

惨痛的代价。这表明，不能和自然环境保持和谐的发展，同样会导

致人类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正如恩格斯在 多年前就谆谆

告诫过的那样：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

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

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

了。①

事实的确如此。时至今日，生态环境破坏已经成为全人类关

注的头等问题之一，并由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谓可持续

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要以牺牲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实施可持续

世纪之际，能够选择这发展战略是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在 样

卷，北京，人民出版 年，第 页。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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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作研究，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尤其是在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阶段中，以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为研

究突破点，从其历史生态的变迁之中寻求一些规律供现实借鉴，更

是具有不一般的社会现实与学术理论意义。

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而也具有发展多

种经济的可能性。尤其是建立在西北地区生态系统之上的农业和

畜牧业经济，变化较大，尤以清代波动最显著，直接与今天生态环

境的变迁相关联。对此，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本论题所框定的

西北地区，是以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为中心，

涉及内蒙古的一小部分。由于自然区划和历史地理的关系，“西

北”的含义和范围也处在变化之中。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可

知，“西北”一词作为地域的概念在宋代的典籍中已经出现，只是

在地域上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区，新疆大部分依然被称为西域。

地理志》中多出现，以后在《元史 但所指范围界限又因元朝版图

的扩大而大为扩展。至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统辖区域的变更，

西北的范围也漫及整个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并相对固定下来。范

围比现在更为广大，西北界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以后其

境域除了陕、甘、青、宁、新五省区外，还特别包括了河套及其以西

的蒙古地区。郭敬辉在其《划分西北区域之我见》中，除了把西蒙

二盆地括于其中外，还把漠北蒙古区域、东蒙草原也划入西北的自

今天的西北地区指陕西、然区域范围。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

省区。由于牵涉到明清以来行政区域的变动，以及农业垦殖及农

牧经济在区域上的交替互动等因素，本文将所研究范围扩至河套

及内蒙古西南部与五省区交界地区。在研究叙述过程中，行政区

①参见《禹贡》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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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基本以今天为主，涉及不同生态类型又侧重于自然单元、跨越省

区的界限。在脆弱生态环境脆弱带的划分上，也是以今天的行政

区划为主要单元，叠加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加以叙述，这也主要是

基于研究内容的特点和资料分布情况而确定。考虑到生态变迁是

一个极其缓慢的、长时段的、后显效应很强的问题，遂将研究时限

年中，个别问题稍有延伸。这划定于有清一朝的近 一时期，在

西北历史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经历了清前期较为

成功的民族政策的治理，社会统一安定，生态系统也处于相对平衡

之中，不过在平衡之中已经潜伏着危机：这就是人口的增加和垦殖

力度的加大。清末新政时期，一些新思想的渗入，对这里的开发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任何开发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变，

或导致自然资源数量减少，或引发自然环境质量下降。而在以追

求效益最大化为背景的开发前提下，过度攫取和破坏程度的加剧

就不言而喻了。

清代的西北地区出于统治和管理的目的，行政区划变动频繁。

为行文方便，首先把清代西北省、府、州级的行政管辖区做一简单

介绍，行文中出现时，不再一一注明。清代的陕西行政区划在康、

年）时，基本管雍、乾时期变化较大，康熙二年（ 辖着今天以陕

西为主，包括甘肃、青海和宁夏省区的大部分。是年，分陕西布政

使司为左、右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驻西安府，辖西安、延安、凤

卫。右布政使司治巩昌府，府，兴安翔、汉中 直隶州和榆林

管辖后属于甘肃省的平凉 府，以及陕西都司所、巩昌、庆阳、临洮

卫，陕西行都卫和靖远领的宁夏及宁夏中、后 司所领的甘州

左、右、前 卫及山丹、凉州、永昌、镇番、西宁、肃州、庄浪、后、中

卫， 年），改右布所。康熙六年（还有高台、古浪、碾伯、镇夷

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也就是俗称的“陕甘分治”，两年后，省会

徙临洮府属兰州， 直隶州。添置柳沟、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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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陕西本省内的行政建制稍有变动：先是在三年

年），升耀、商、同、华、乾、邠、鄜、绥德、葭 州为直隶州。八

年（ 年）底，改榆林为府，十三年（ 年），升同州为府，降

耀、华 直隶州为散州。乾隆元年（ 年），降葭州直隶州为散

州，四十七年（ 年），兴安直隶州升为府。直到清末，陕西省下

辖 府 州：西安、凤翔、同州、汉中、兴安、延安、榆林府；乾、鄜

邠、商、绥德直隶州。

甘肃省在康熙八年（ 年）自陕西分出后不久，设省会于兰

州。雍正二年（ 年），下辖宁夏、西宁、甘州、凉州 府和若干

直隶厅、州。乾隆二十四年（ 年），升安西直隶厅为府，三十八

年（ 年），又降为直隶州。其他州厅变化频繁，至清末时下辖

州 直隶厅，为：兰州、巩昌、平凉、庆阳、宁夏、西宁、有 府 凉

州、甘州府；安西、秦、阶、肃、泾、固原州；化平川直隶厅。

清代奠定了中国空前辽阔的版图，新疆建省在西北行政区划

方面影响最大。清入关前，新疆南北各有所属，北疆是四卫拉特蒙

古游牧之所，南部为别失巴里、叶尔羌、吐鲁番等诸国。清前期，各

年）统一新疆时，在巴里坤部族相继内附。乾隆二十四年（ 、

哈密设直隶厅。次年，又设乌鲁木齐直隶厅，两年后，在惠远城置

伊犁直隶厅，三十六年 年），设辟展直隶厅，次年，设奇台直（

年）隶厅。三十八年（ ，升巴里坤厅为镇西府，辖由直隶厅降

年）为散厅的奇台、哈密、辟展和降为州的迪化。咸丰五年（ ，

降镇西府为直隶厅，复升哈密、吐鲁番为直隶厅。光绪八年（

年），置温宿、莎车、和 直隶州，置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阗、疏勒

英吉沙尔、玛喇巴 直隶厅。凡此，均隶属于甘肃布政使司。什

年），新疆建省，从甘肃 直光绪十年（ 布政使司中析置

直隶州，为：镇西、伊犁、哈密、吐鲁番隶厅和 、喀喇沙尔、库车、乌

什、英吉沙尔和玛喇巴什直隶厅；迪化、温宿、莎车、和阗和疏勒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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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州，省会设在迪化直隶州。其后的几年中，行政隶属变动较大，

主要趋势是升直隶厅为府。直到清末，新疆辖府 、直隶厅 直隶

州 ，为：迪化、伊犁、温宿、焉耆、疏勒、莎车府；镇西、吐鲁番、哈

密、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精河、乌什、英吉沙尔直隶厅；库

车、和阗直隶州。

另外，新疆由于地理位置重要，特设有伊犁将军。乾隆二十四

年（ 年），在哈密、喀喇沙尔、库车、叶尔羌、和阗置 办事大

臣，于喀什噶尔置参赞大臣。二十六年（ 年），在辟展置办事

大臣，次年，于惠远城置伊犁将军，于库尔喀喇乌苏置办事大臣。

于是天山南北两路和各新疆地方，统归伊犁将军管辖。其后，在增

设参赞大臣的同时，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都统。光绪八年

年）后，又陆续将军事建制更换成民事行政管理，伊犁将军

仅理北疆 道，即：镇防务事宜，不理民政。新疆建省后，还设有

迪、伊塔、阿克苏和喀什噶尔道。下辖有前文所述的 府。

今天青海境内东部农业区大部在清代时归甘肃布政使司下辖

西宁府，西部牧业区作为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自雍正三年（

年）起，设西宁办事大臣，总理青海蒙藏各族事务。西宁办事大臣

旗和 族（部）及其游牧的区域最初主要管辖青海蒙古 ，玉树

厅乾隆五十六年（ 年）起，又管辖循化和贵德 个所属的

个“生番”部落，不久，两厅的文武官“熟番”部落和 员也归办事

年），改西大臣调遣。 雍正二年（ 宁卫为府，辖西宁、碾伯

卫。乾隆年县 厅。道光三年和大通 间，增设巴燕戎格和贵德

年），由兰州府划出循化厅来属。直到清末西宁 县府领

厅，为：巴燕戎格、贵德、循化和丹噶尔厅，西宁、大通和碾伯县。

①参见文 年，孚著，魏明章标点：《青海事宜节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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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海自甘肃省析出。

宁夏自治区在 年以前也一直隶属于甘肃。雍正二年

年），宁夏升卫为府，置宁夏、宁朔 附郭县，另还有灵州、平

罗和中卫 县。乾隆三年（ 年），裁新渠、宝丰 县入平罗县。

同治十一年（ 年），于金积堡置宁灵厅。直到清末，宁夏府领

县 州，为：宁夏、宁朔、平罗和中卫县；宁灵厅；灵州。厅

清代的套西二旗指的就是阿拉善厄鲁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

旗，该二旗在行政上隶属于理藩院，内蒙古六盟之一的伊克昭盟也

属于理藩院管辖。 这些均是文中提到的与五省区中个别省份相

邻的属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辖区。

以上基本包括了今天西北五省区的地域和与内蒙古相交的部

分。

西北生态环境问题，早在 世纪 年代左右，就已经引起了

史学界关注，只是当时人们的研究视角并不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

基调，所研究的范围也放在自有人类以来或更遥远的历史时期，探

讨的焦点是西北地区所在的黄土高原原生植被究竟是什么。著名

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一书中作出了陕甘一带所在其《

在的黄土高原的 年代，我国原始植被是草原的论断。 世纪

著名的 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持与李希霍芬相同的观点。至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提出了黄土高原曾经有过森林的观点，

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发表了大量有关黄土高

原历史植被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著，其中以

《河山集》为名的著作集 部之多。与此同时，我国古生物学就有

①以上均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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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杨仲健在陕北等地的考察、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的

考察，均断定黄土高原原始植被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 世纪

年代，关于这一区域生态变迁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由史

念海、曹尔琴、朱士光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

阐明了陕甘所在的黄土高原，在历史时期除了有广大的森林外，也

广泛分布着草原。从此，研究者的兴趣开始移向生态环境的状况

及其变迁，但仍以探讨清以前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环境为主体。

当然，造成学术界忽视清代生态变迁的研究，尤其是生态失衡

及其影响生态变迁因素研究的原因，不单单在于人们对认识生态环

境观念的滞后，更难以克服的是资料上的困难和研究方法上的问

题。生态学虽然有自己的体系，但是要将其放在历史学的范畴来研

究，就存在着多学科的、多方法上的交叉，要建立一个生态历史学科

体系，是难乎其难的。故而以往历史生态问题的研究也都是限定在

历史地理的范畴之中，时段上忽略了离今天最近的、影响最大的近

年的清代历史；切入点则从自然方面投入的多，人文方面考察的

少。微乎其微的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也多数是隐含在区域农牧业

经济发展史之中，很难浮出水面。资料的匮乏，又直接影响了研究

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特点清楚地反映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在有

限的几篇专题讨论清代西北社会生态变迁的文章中，重要的史料出

处几乎相同，涉及的问题和讨论的角度也每每相近，并且基本上是

限定在一省或一区的范围之内。现有研究尽管不能令人满意，但从

资料的角度看，从历史典籍的瀚海之中搜罗出的吉光片羽，毕竟弥

足珍贵，为后来的西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素材和基础。

随着生态问题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而直接危及到

人类生存，历史学者们从以往中寻求规律的愿望也就越迫切，研究

的兴趣也就越浓。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最近数十年来，中外学者们

仍然在相关领域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些先行研究概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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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在西北地区生态问题变迁史的总体研究之中包罗、涉及

了有关清代阶段性生态变迁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还应当属以

陕西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区与河西走廊的研究，论著有史念海、曹尔

琴、朱士光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

社 年版），李并成著的《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

年学出版社 版）。朱士光的论文集 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

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 年版）。文章有史念海的《论历

史时 年），朱士光的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

变迁概况》 年），韩茂莉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

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 以甘肃和宁夏为中心的黄土高原

区的研究，有王乃昂的《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

年），唐少卿、伍光和的《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变

化的若干问题》 年），吴景山的《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变异》

年），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

考》 年）。 另外还有马正林的《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

的扩大》 ，从人类社会活动的角度探年） 讨了生态变迁的

问题。与水生态变化相关的文章有阚耀平的《历史时期塔里木盆

地水资源的调控 年）。过程》 在上述文章中，学者们在论

①分别载《中国古都研究 年收入《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生态环境

篇》，黄河水利出版社， 年；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载《中国史》

。研究动态》

②分别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

第 辑，上 ；载海人民出版社， 年；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地理知识》 丛

。③载《陕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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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时期生态问题时，均曾以有限的笔墨谈及清代西北的生态

变迁，而不是作为研究的主题。

学者们对清代生态问题的研究是以历史上农牧业经济的开

发研究为依托的，特别是对陕南和关中地区农业垦殖经济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研究较集中，代表性的成果有萧正洪的《清代陕南种植业

的兴衰及其原因》 年），李令福的《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

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 年）。 涉及陕北黄土高原农牧业

交界带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士光的《历史上

陕北黄土高原农牧业发展概况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年） ，王尚义的《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 年），顾琳的《明清时期榆林城遭受流沙侵袭的

历史记录及其原 年）。因的初步分析》 王毓瑚的《我国历史

上农耕区的 年）。向北扩展》 与此相关的是宁夏地区农牧

业交界带的生态变迁问题，主要有朱士光的《浅论历史时期宁夏

地区农牧业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 年），马波的《历史时期

河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年），汪一鸣的《历

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 年）。 相关的还有

景爱的《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 年） ，对河西走廊的农牧

业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有赵永复的《历史时期河西走

①分别载《中国农史》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②载《农史研究》第 辑，北京，农业出版社， 年；另见其论文集。

③分别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

年；载《中国历史地理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丛》

④见《史地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第 辑。

⑤见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黄土高原地区环境治理与资源

开发 年；另见其论文集。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分别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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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廊的农牧业变迁》 ，党瑜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

发及其对实体环境的影响》 。涉及到清代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门

论著还有罗桂环、舒俭民的《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

护》（冶金工业出版社 年版）。对新疆绿洲农业开发研究较

有成效的是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年版），相关的文章还有：钮仲勋的《历史时期新疆地区的农

业开发》 年），田尚的《清代西域的农田水利》 年），齐

清顺的《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年），张

建军的 年）。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 将整个西北

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有萧正洪的《清代西部地区的

农业技术选择与 年） ，以及专著《环境与技自然生态环境》

术选择 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年版），姚兆余的《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的

年） 。上述成果中技术路径与生态效应》 从地区经济开发

的角度谈的多，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很少论及，研究成

果所显示的也均是这一时期的统治政策是以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为

主导，忽视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当

然，关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也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比如，华

立在《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一书的结尾就提到了“清代新疆农业

开发对于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性，尚未予以足够重视。新疆作为

典型的西北干旱地区，地面植被一经破坏便难以恢复，极易导致沙

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

辑，上海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分别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载《中国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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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盐碱化的出现，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 这也仅仅是作为问题

提出。

直接论及清代西北的生态及其相关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在国外的有（：美）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 年版），该书虽以中国历史生态变迁为主线，但在

第三章中具体谈到了清代西北生态变迁问题。遗憾的是并没有对

西北整体作出考察，而仅以陕南山地的开发作为关注的重点，进行

费梅了讨论。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荷兰）爱德华 尔的

《清代大巴山区山 年）地开发研究》 。国内的文章有王守

春的《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葛庆华的《试论清初中期

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 年），耿占军的《试论清题》

年），邹逸麟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的《明

清流民与川陕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 年），王元林的《明清

西安城引水及河流上源环境保护史略 年），钞晓鸿的《清》

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 年）。护》 除了谈及环境

破坏的一方面外，而对客观存在的环境保护的另一方面，尤其是以

森林保护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也作了积极探讨。均对区域范围内

城市、农牧交界处的生态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生态变迁密切相关的移民、灾害、垦殖森林草原等问

题，也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相关论著中谈及移民与垦殖政策问

题的有赵冈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 年，第出版社，

页。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分别见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

、　集，北京，海洋 年；载《西北史地》出版社 ；载《复旦大，

学学报》 ；载《人文杂志》 ；载《中国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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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年版），其第四章就具体谈到了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

动。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谭作刚的《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

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 年），王爱民、缪磊磊的《历史时期

兰州、临夏地区人地关系转型探 年）。讨》 对灾害而引起

生态变迁问题着力最大的论著有袁林的《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

出版社 年），其整理的清代部分，从灾荒史的角度出发，谈到

了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恶化造成的连锁反应。从碑记中探

讨灾害与水利的文章有张建民的《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

年）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关于沙尘暴成因等方面的代

表性论文有王社教的《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

年） ，其因研究》 从二十 灾异四史《五行志》和《清史稿

志》记载入手，探讨沙尘暴天气形成的主要因素和人类可以预防

的着眼点，引人注目。这也表明了学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深

化，研究的程度也有了扩展，甚为可喜。但小范围的或个别方面的

抽象的论及，在将生态问题作为研究的主体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方

面还不是尽如人意。

以上基本囊括了目前所能够见到的研究成果。由上述情况不

难看出，清代西北地区生态变迁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余地，存在

着不足。首先是研究问题进展的不平衡。有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充

分，如陕南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生态

变迁的影响。陕南老林森林植被破坏后造成的水土流失，农业生

产技术方式的选择与生态的关系研究等。有的问题只涉及一个侧

面，如对宁夏地区、新疆地区水资源的研究也仅仅限定在对水的利

①分别载《中国农史 ；载《西北史地》》

。②载《清史研究》

。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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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而完全忽视对水资源的过度的利用和漫灌方式，更容易使土

壤盐碱化，造成农耕土地的废弃，破坏生态平衡。有的问题则完全

未被涉及，如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对生态变迁的影响，农牧业

经济拉锯战后对生态变迁的影响，生态环境意识客观存在下的被

动调适等。其次，就西北地区来看，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

响，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仅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心地带的陕西（以陕

南为中心）、甘肃的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和新疆的部分地方，而对

于处于青藏高原区域的青海、甘肃南部等地的研究则很薄弱，几乎

没有涉及。第三，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具有独

特的人文景观，也由于其大规模农业开发程度相对较晚的缘故，从

人文的角度去研究生态变迁的不多，所有的研究也仅以历史时期

沙漠或主要河流河道的自然因素引起变迁为主，对于人类开发生

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改变不甚关注，忽视了资源、发展与环境的关

系。第四，忽略了西北地区民族特点，对各少数民族以宗教信仰为

基调的对大自然的崇拜而持有的朴素的生态观研究不够。事实

上，各少数民族所保有的朴素的生态观在客观上曾经起到过保护

生态平衡的作用，当然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第五，研究方法单

一。这一点与史料的稀缺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的手法上，学者

们只能靠有限的文字记载和考据的方法确认史实，对史实进行归

纳整理后，得出解释。这一点是史学研究上所必须和必备的方法，

但是生态变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牵涉到许多相关学

科的课题，再加之西北地区本身所特有的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经

济文化观念和社会条件，使这一地区形成一个特定而复杂的社会

生态系统，这就要求学者们采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对史实作出定量

和定性的分析。尤其是历史研究者只能通过仅有的不多的文献记

载来完成生态变迁的研究，而少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遥感等科技

手段的分析的情况下，采用生态学、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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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辅助手段就显得极其必要。

区域生态变迁作为史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课题，必然有新的

难度，步入这样一个领域，能有多大程度的突破，不可料定。只能

是尽力而为。在研究撰写中作者注意了下述问题。

关于生态变迁的研究尽力避免对于自然生态状况进行脸

谱轮廓式的勾画，除了必要的叙述以反映生态变迁的大势而外，还

要从中认识生态变迁的阶段性特点，努力从中寻求规律性的因子，

以链接历史与现实，为现实借鉴。

运用生态学、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事

实中，寻求自然力的破坏性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立意，寻求这一系统失衡

的原因，并充分论证在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中，人类的过量介入而

引发的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秩序体系的崩裂，以致难以

修复，终至恶性循环。其根本在于人的特殊性，人因为拥有文化这

件利器，可以改造甚至毁掉自然。当然自然也在报复人类。

）在西北，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说到底在生态变

迁中占多大的比重，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生态破

坏均因人为造成。诚然，在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西北

地区，由于种种原因，选择的是粗放式农业耕作技术，原始落后的

畜牧业牧群方式，当然不能够容纳过量增加的人口，过度“攫取”

和“超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是否也存在隐形因素的干扰和影

响，比如，不可忽视的西北地区原生态环境脆弱性特点等。这又是

必须探求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西北这一民族地区，由于农牧业经济各自的发展和相互

间的渗透，自然会引起原生态系统的局部改变，这种改变又对农牧

业经济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应地，新生成的经济方式能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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